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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是中朝關係發生根本轉變的時期。毛澤東時代，中朝

同盟具有廣泛而深厚的基礎，涉及領袖個人因素、外交戰略、意識形態、經濟關

係、地緣政治等諸多因素。本文主要討論鄧小平時代，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以

後，隨着中國在改革開放道路上的迅猛前進，中朝之間的利益關係逐步斷裂，其

同盟的基礎在各個方面都相繼瓦解，而1992年中韓建交則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

根稻草」。

關鍵詞：朝鮮半島　中朝同盟　中美關係　中韓關係　改革開放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沈志華教授的文章，本期先

刊出第一至三節。

本文要討論的是鄧小平時代即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中朝關係以及中國對

朝鮮政策變化的歷史。以往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和專著着實不少，但多是

作為「現實問題」在國際政治學的範疇內進行論述的，所使用的材料也大都是

當時公開的資料1。筆者試圖從歷史學的角度，利用已有的各國檔案文獻、

重要年譜和口述史料，對中朝同盟破裂的過程進行一番梳理。不過，由於這一 

時期中國的檔案基本沒有開放，美國、韓國和日本的檔案也只解密到1980年 

代中期，故尚缺乏完整、系統的證據鏈。對於這段歷史，特別是中韓建交的

過程，筆者只能根據目前可以掌握的史料，述其概要。

同盟瓦解：鄧小平時代的
中朝關係，1977-199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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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術論文 從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開始，中朝之間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同盟關

係，儘管到1961年7月才正式簽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短暫的中蘇

同盟以及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相比，中朝同盟有一個 

明顯的特點，即相對長期地存在，直到冷戰結束。中蘇同盟只存在了十幾年

的時間，隨着中蘇分裂，中國與東歐多數國家以及蒙古的友好關係也走到 

了盡頭，即便是僅存的盟友阿爾巴尼亞和越南，到1970年代也與中國分道揚

鑣2。只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儘管與中國的關係起伏不定、冷暖無

常，但畢竟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同盟關係。

由毛澤東和金日成建立起來的中朝同盟，具有廣泛而深厚的基礎，這反

映在領袖個人因素、外交戰略、意識形態、經濟關係、地緣政治等諸多方

面。1970年代中美關係實現緩和並逐步正常化以後，美國不再是中國的頭號

敵人，甚至成為中國對抗蘇聯的潛在盟友，中朝之間的特殊關係和同盟基礎

第一次開始發生動搖；但構成同盟基礎的要素依然存在，甚至有些還得到了

加強，毛澤東對朝認知和政策的基本理念也沒有發生變化。而只要這個基礎

存在，不管中朝之間出現怎樣的矛盾和分歧，一旦這種矛盾和分歧威脅到同

盟的生存，利益的一致性就會驅使雙方調整各自的政策，竭力彌合裂痕，以

維持同盟關係3。

在毛澤東以後的時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中國發

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鄧小平為主的中共領導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戰略

方針，帶領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開始了新的里程4。經濟體制和外交戰略

的變化，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生機和空間。如果說1950年代蘇聯的援助

是現代科學技術（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向新中國的第一次大轉

移，並由此把中國帶入了現代化的進程，那麼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則實

現了更先進的科學技術（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向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並

由此奠定了中國復興和邁進世界強國行列的基礎。這個巨大變化，不可能不

對中朝關係產生深刻影響。

改革開放的年代，也是中朝關係發生根本轉變的時期。在鄧小平執掌政權 

的這十幾年裏，中朝關係表面上友好互助，親密如常，兩國領導人依然頻繁互 

訪，大眾媒體的贊歌頌詞仍舊不絕於耳。然而，就是在這看似祥和的歌舞昇平

中，隨着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外交方針的重大

調整，維繫中朝關係的共同利益漸漸消失，維持中朝同盟關係的各項基礎已 

經全面動搖並逐步瓦解。概括起來說，這個瓦解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7-1982）：改革開放之初。對內，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探索並

逐步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對外，鄧小平把中美關係正常化定位為戰略問

題，積極推動中美建交。這在客觀上動搖了中朝同盟的基礎，也注定了這一

同盟的命運。不過，此時蘇聯仍然是對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朝鮮在地緣政

治方面對中國仍具有特殊意義，加上對朝友好傳統政策的慣性作用，中朝關

係繼續保持親密無間的狀態。

第二階段（1983-1988）：中國走上全面改革開放的道路。對內，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政治體制改革循序漸進；對外，堅決貫徹從國家根

本利益出發（而不是以意識形態劃線）的獨立自主外交方針。隨着中蘇關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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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解凍，中國逐步調整對美、對蘇政策，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強化

與第二世界國家的聯繫。在這種大環境下，中朝之間的分歧不斷擴大，中國

首先開始調整對朝鮮的經濟政策。與此同時，中韓關係在民間貿易、文化體

育交流等方面迅速開展。中朝同盟的裂痕漸漸顯露。

第三階段（1989-1992）：中國發生政治風波和蘇聯解體。對內，鄧小平力

挽狂瀾，堅持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對外，中國堅決頂住美國和西方的壓

力，積極尋找外交突破口，爭取和平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不顧朝鮮的反對和不滿，全面調整對韓國的政策，並在推動朝美會談、

促進朝鮮半島局勢穩定的基礎上，從允許中韓兩國互設貿易代表處，到支持

韓國關於南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的建議，一步步掃除了中韓建交的政治障

礙。中韓建交在邏輯上就意味着中朝同盟的破裂。

總之，到冷戰結束、中韓建交，中朝同盟關係終於成為歷史上被翻過去

的一頁。

一　故人去世：領袖個人因素不復存在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金日成失去了兩位知己，

維繫中朝同盟基礎的領袖個人因素也從此消失。據說，周恩來去世時金日成

哭紅了眼，以致耽誤了眼疾手術。後來，金日成在朝鮮為周恩來建立了唯

一一座外國人的銅像5。毛澤東自稱與金日成是多年的老朋友6，此話不

虛。歷史上中朝關係中的兩次高潮，皆因毛主席和周總理對金首相給予了令

人意想不到的饋贈：1958年駐朝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退回國；1962年將天

池大部和長白山主峰讓予朝鮮。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多次稱中國東北就是朝

鮮的「大後方」，將來要交給金日成「打理」；金日成則主動邀請東北局和東北

三省領導幹部到朝鮮休養，還親自到東北三省「視察」，聽取司局級幹部匯報

工作7。這種情況，恐怕只有在毛澤東的「天朝」理念指導下，只有在毛時代

的中朝特殊關係中才會發生。鄧小平是決計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

早在1977年春，尚未出山的鄧小平就對「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

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法

有不同看法8。再次復出主持工作後，鄧小平繼續推動「思想解放」，打破多

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禁錮9。198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

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bk，意在進一步消除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個人光環。

而當時朝鮮勞動黨的宣傳則進一步強調領袖的作用，說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

「是領袖的事業」，「是由領袖開闢和完成的」；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命運「取決

於領袖的作用」，離開了領袖的正確領導，「就談不上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發

生、發展和勝利」bl。正如美國國務院一份簡報所評述：「毫無疑問，金日成

對中國打破毛的神話不會感到欣喜，而是將其看作對正統共產主義信條和他

自身個人崇拜的挑戰，與之前他看待莫斯科去斯大林化一樣。」bm

1978年5月華國鋒訪朝，場面宏偉而熱烈，報章評論為中朝「友誼的新高

峰」bn。然而，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隨行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在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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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術論文 傳達的一個情況：中國領導人並不同意朝鮮關於「主體」（Chuch’e/Juche）思想

的提法和金日成準備將政權傳給兒子的做法，因而在會談中有意迴避了這些

話題bo。另一方面，金日成曾追隨毛澤東，有意無意地捲入了中國黨內的政

治鬥爭——如1959年對彭德懷的批判bp，1976年對鄧小平的批判bq，現在這

些幹部都翻過身來，多少會使金日成感到有些尷尬br。

儘管出於對抗蘇聯的考慮，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繼承了毛澤東對朝鮮的 

友好立場和友善態度，後來也接受了金日成指定的接班人——他的兒子金正

日bs，但是他們無論如何再也不會像毛澤東那樣處理與朝鮮的關係了。例

如，1989年政治風波後，金日成趁中國陷於國際孤立之際，反覆向新上任的

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提出東北是朝鮮的大後方的話題，朝鮮從中央到地方的幹

部也不斷表達同樣意思，但中方就是不接話茬，也不予考慮。對於朝鮮把金

正日與金日成並列，要喊祝他們「萬壽無疆」的做法，中國也不能接受bt。如

果說在金日成和鄧小平這些老一代革命家之間還保留了一些舊情，那麼在兩

國新一代領導人之間則完全缺乏個人交情和歷史淵源的基礎。筆者曾當面問

過江澤民對金正日的印象，這位已退休的總書記沉思了一會兒，不以為然地

說：「小金這個人很狡猾。」ck中國有關部門和地方幹部對於金正日在訪華期

間講究排場、隨心所欲的做法更是不屑一顧cl。

二　對外政策分歧：外交戰略基礎全面破裂

在鄧小平時代，中朝之間對外政策的分歧同樣反映在對美國、蘇聯的方

針和對待世界革命的態度兩個方面，但是與毛澤東時代的不同之處在於，鄧

小平推動中美建交、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絕非僅是策略考慮，而是出於戰略的

需要；鄧小平放棄世界革命的方針也有着戰略方面的考量，而非出於迫不得

已。鄧小平接掌政權以後，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就是要把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

水平搞上去。為此，在國內就要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在國際上就要

有一個相對長期的和平、寬鬆的環境。於是，中國領導人對於時代的看法就

發生了根本改變：以前說是「革命與戰爭」的時代，現在說是「和平與發展」的

時代cm。在這種情況下，對外政策和方針自然也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1977年9月至1978年7月，鄧小平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多次對

美國人講：中美關係「不是外交問題，是政治問題。我們是從戰略角度來看問

題的」；「歸根到底，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問題，要從政治角度來考慮，要從長

遠的戰略觀點來解決」cn。中美正式建交後，鄧小平於1979年1月訪美，並發

表講話稱：中美兩國友好合作，「必將對世界形勢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

響」co。隨後幾年，中美關係基本上保持了穩定發展的勢頭。兩國政治磋商有

所加強，經貿、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不斷擴大。1986年中美貿易額達

73.36億美元，1987年美國累計對華投資協議金額達31億美元，居各國在華投

資之首cp。1989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訪華時說：美國對

中美關係的發展感到欣慰，希望繼續「栽樹」，以便後人「乘涼」。中國國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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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楊尚昆則指出：中美兩國友好合作「對推動世界局勢的發展，維護世界和

平、安全與穩定有着重大意義」cq。

然而，朝鮮對美國的立場依舊未變，朝鮮的革命鬥爭仍然是「同帝國主義

的頭子——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對峙」cr。在1980年10月朝鮮勞動黨第六次全

國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金日成告誡：「對帝國主義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帝

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是決不會改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應當同帝國主義進行

無原則的妥協」；「不應該拿原則問題來同帝國主義者討價還價，不能把革命的

根本利益出賣給帝國主義者」，「也不應該採取為本國的利益而犧性別國利益

的行動」cs。這些話自然不只是講給黨內同志聽的。金正日在1983年5月更提

出：為「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加強反帝反美鬥爭」；「由於美帝在世界

各地進行挑起新戰爭的陰謀活動，今天人類面前提出來的是世界戰爭還是和

平這樣一個深刻的問題」ct。

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領導人仍然把蘇聯視為最主要的安全威脅， 

國際鬥爭和「反霸」的矛頭也還是指向莫斯科。1979年4月初，五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不延長將於1980年4月11日期滿的《中蘇友好同

盟互助條約》的決議dk。在7月7日召開的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鄧小平發

表講話說：「新的世界戰爭要來的話，只能來自蘇聯，對中國唯一威脅來自蘇

聯。所謂反霸，就是側重反對一霸，聯合兩霸中間的一霸。」他還說，中國現

在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主要來自美國、日本和西歐，因此「對蘇聯的關係鬆不

得」dl。1980年代中期，中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開始鬆動，但中央外事領導小

組認為，與蘇共恢復正常關係還根本談不上。1980年代後期，中蘇關係雖已

有所改善，但中共中央內部還是明確規定，「中蘇關係不能超過中美關係」dm。

至於蘇朝關係，從1970年代以來一直疙疙瘩瘩，朝鮮無疑需要蘇聯的武

器裝備和經濟援助，但對蘇聯人算起賬來斤斤計較的做法很是反感dn；蘇聯

也需要把朝鮮作為在東亞地區制約中國和美國的棋子，但時時處處要提防被

平壤「綁架」do。由於中美關係改善，特別是美國對東北亞的軍事壓力增大，

朝鮮和蘇聯之間的關係便開始拉近。1984年3月31日，金日成接見蘇聯塔斯

社（TACC）代表團時，對蘇聯報刊揭露和譴責美國及美日韓同盟的文章給予高

度評價，並說「我們將同你們一起，高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旗幟，繼續堅

定地站在反帝的共同戰線上」dp。5月16日至7月1日，金日成在蘇聯和東歐

國家進行了四十七天的出訪，這是他二十三年以來第一次正式訪問蘇聯。為

此，《勞動新聞》發表社論，稱「朝鮮和蘇聯是在實現共同的目標和理想的鬥爭

中，以階級紐帶聯結起來的同盟者」。這次出訪中金日成所到之處，朝鮮報章

都發表了類似的社論dq。

金日成回國後，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並發表公報，稱這次訪問「有

力地顯示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與團結」；「是把傳統的朝

蘇友誼加強和發展到新的更高階段的劃時代的契機」dr。金日成很快就得到了

他想要的援助。1985年8月，一個龐大的蘇聯黨政代表團訪朝，同時有三艘蘇

聯軍艦訪問元山港（這是蘇聯軍艦第一次訪問朝鮮港口）。是年，蘇聯還向朝

鮮提供了薩姆 -3型地對空導彈和二十六架最先進的米格 -23戰鬥機ds。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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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學術論文 朝鮮總理姜成山訪蘇，莫斯科又同意援建原子能發電站dt。由於經濟和安全

上的依賴性，朝鮮不得不經常在政治和外交上對蘇聯做出妥協。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朝鮮的目的還是達到了。

武裝奪取政權本來就是中共的法寶和基本經驗，世界革命又是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核心內容，要想放棄，談何容易。1978年11月8日，鄧小平在與泰

國總理江薩（Kriangsak Chomanan）談話時還說，「哪裏有共產黨不支持共產黨

革命的」，如果放棄這個原則，就會失去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資

格。為了不妨礙與東南亞各國政府建立關係，鄧小平還是堅持了毛澤東提出

的把黨的關係和國家關係分開處理的權宜之計ek。不過，幾天後新加坡總理

李光耀的一番話卻令鄧小平感到意外：由於文革期間中國鼓動和支持東南亞

國家的華人搞革命，東南亞各國更害怕的是中國而不是越南。鄧小平答應考

慮這個問題。此後，中國就沒有再「輸出革命」el。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

批准了中聯部〈建議為「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請示〉並轉發全

國，這個通報是在外事工作方面第一份撥亂反正的文件，為國家總體外交的

調整打下了思想基礎em。此後中國領導人談到外交方針時便開始強調「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強調革命不能輸出，援助不能搞「恩賜」，支持各國人民革命只

是道義上的責任en。

除了思想認識的轉變，當時整個國際共運形勢衰落也是導致中國不得不

調整對外政策的原因之一。進入1980年代以後，阿拉伯共產主義活動陷入低

潮，南亞各國共產黨大多轉入合法鬥爭，歐洲各國共產黨在選舉中的支持率

降到最低水平，拉丁美洲共產主義政黨的力量總體來說也比較弱eo。在東南

亞地區，過去由中國支持和幫助建立的幾支共產黨武裝力量，如馬共、緬

共、泰共、菲共、印尼共等，也日漸衰落。他們或者忙於內鬥，爭權奪利，

或者武裝割據，安於現狀，很少再有甚麼革命行動。中共對東南亞各國共產

黨的政策從1980年代開始轉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逐漸停止對這些黨

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二是動員和幫助這些黨與當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放棄

武裝鬥爭ep。此時中國關注的是發展經濟，需要的是周邊安定的環境，如何

還會去支持鄰國的反政府武裝鬥爭？

朝鮮的想法和做法卻完全不同。1980年10月，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六大

號召：「我們要積極地開展對外活動，加強國際革命力量，⋯⋯為我國革命創

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促使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eq大會認為，金日成提

出的「關於加強同反帝自主力量的團結，擴大不結盟運動的方針，是指明當代

世界革命的前程的戰略路線」er。金日成始終認為：朝鮮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世界革命是所有共產黨、工人黨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國際事業；

為世界革命的勝利而鬥爭，是各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國際主義義務es。

1970年代中期以後，朝鮮在國際舞台上的確十分活躍，在第三世界和不結盟

國家中的影響也日益增強，大有超越中國的勢頭，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

以「革命」的名義取得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話語權。此時，「朝鮮專家的足迹遍布

整個黑色大陸」，朝鮮對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經不

亞於中國了。 截至1970年代末， 朝鮮向非洲國家派出的軍事顧問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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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五百多人，此外還向二十一個非洲國家提供了近三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有一個典型事例：津巴布韋取得獨立解放鬥爭勝利後，1980年10月，其領導

人穆加貝（Robert G. Mugabe）首先訪問的國家是朝鮮。穆加貝特別感謝朝鮮的

幫助，並說：「再沒有比金日成主席更好的朋友、兄弟和盟友了。」et而對中

國，穆加貝只是在回國途中在北京做了「短暫停留」fk。凡此種種，給人的感

覺是，自毛澤東去世以後，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從北京轉移到了平壤。

三　意識形態分離：同盟的思想基礎發生動搖

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不是語言表述

的改變，而是核心內容的更新。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同蘇聯

一樣，就是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階級鬥

爭和繼續革命。儘管對於改革開放年代的意識形態問題進行理論梳理和抽象

還有待時日，但是鄧小平的思路卻是簡單明瞭的，邏輯也是十分清晰的：中

國是一個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仍然處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因此

不能實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

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而在

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中心任務就是逐步提高人民

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為了實現這個根本任務，中國進行了政治和經濟兩個 

方面的改革。一、政治體制改革：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方針，突出 

民主法制的概念（公民權、改善黨的領導、基層自治、加快立法等）；二、經濟 

體制改革：打破計劃經濟的結構，引入市場經濟的概念（計劃為主、市場為

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fl。

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與蘇聯19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有許多相似之

處，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和俄國在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前的資本主義

發展都很不充分，因此都不可避免地要「補課」——補上資本主義發展這一

課。不過，這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如列寧所說的「國家資本

主義」，即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政權的資本主義。在列寧看來，這就是社會

主義fm。概言之，就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

的那句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

的基本結論。」fn

反觀此時期朝鮮的意識形態，金日成始終認為朝鮮奉行的才是真正的社

會主義，「主體」思想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對中國的發展變化頗不以為

然。當中國的改革剛剛起步時，金日成在1977年11月對外宣稱：朝鮮勞動黨

提出的思想、技術、文化三大革命路線，「無論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

本質要求來看，還是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都是最正確的社

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路線」fo。不久，《勞動青年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批判

「修正主義」者：不僅自己不革命，還不讓別人幹革命；不斷宣揚階級調和論， 

主張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各個方面進行合作fp。這裏未使用「現代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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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學術論文 義」一詞——當時報刊上蘇共的代名詞，作者的用意顯而易見。1984年10月

20日，中共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並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勞動

新聞》在報導時，有意刪去了這個決定中「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

際相結合的原則」和「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文件」兩句話fq。金日成

在1986年底的施政演說中則強調，「要在經濟領導和企業管理中堅決維護和堅

持我們黨建立的獨創性的主體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系」。朝鮮的報刊也宣傳：

不管周圍發生甚麼形勢變化，颳起甚麼風，別人怎樣做，朝鮮將始終如一地

按照自己的方針政策走下去fr。1987年5月金日成訪華時，鄧小平勸告他下次

要去深圳看一看，並介紹了深圳、煙台和青島等沿海城市對外開放的經驗fs。 

一年後金日成卻對一些外國領導人說，朝鮮的經濟政策「一貫正確」，「不需要

進行改革」，朝鮮勞動黨「要走真正朝鮮式的社會主義道路」ft。

如果說朝鮮在公開報刊上對中國的批評還比較隱晦，那麼在朝鮮勞動黨

幹部的私下談話和內部文件中，這種批判就比較直接了。如一位曾經在華工

作的朝鮮外交官指責鄧小平的改革政策是「迫於國際資本主義壓力的投降行

為」gk。朝鮮一份形勢教育的材料上講，從開始改革開放算起，中國已經搞了

十三年的資本主義。在朝鮮高層流傳着一個「三封鎖」的說法：對三八線進行

軍事封鎖，對日本海進行經濟封鎖，對鴨綠江進行政治封鎖。為防止中國的

政治影響，朝鮮嚴格限制中國出版物的發行，嚴密控制與中國人的接觸 gl。

正是出於這種擔心，1984年5月金日成以「教主」的口吻對東德領導人昂納克

（Erich Honecker）說：我們最怕中國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有十億人

口，我們必須確保中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道路前行gm。

朝鮮確實認為自己已經佔領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高地」。1982年，

金正日在紀念金日成七十壽辰的文章中指出：「主體思想開闢了按照自主的 

原則前進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道路和國際關係發展的新時代。」gn到

1992年4月金日成八十壽辰時，朝鮮勞動黨邀集世界各國的左翼政黨訪朝，並

發表了一個宣言——〈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又稱「平壤宣言」），簽字的

有七十多個黨的代表。該宣言稱：「每個黨無論在甚麼時候、任何環境下，都

不應該拋棄革命原則，而應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前進。」go金日成儼然已成為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者。中國雖然派遣國家主席楊尚昆前往祝壽，但是

沒有參與該宣言的相關事務，既沒有簽字，也沒有在媒體上提及此事gp。顯

然，在金日成看來，朝鮮已經取代中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中心，

正如1960年代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修正主義而取代

蘇聯的地位一樣。（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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